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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之一元论与多元论：缘起、内涵与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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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元论与多元论之争是道德心理学领域近些年最为活跃的理论交锋之一。道德一元论认为所有外在

的道德现象与内在的道德结构都可以用一种因素来解释。道德多元论则认为道德不能只用单一因素来解释, 

而是存在多个不同质的道德维度, 且具有文化敏感性。对应道德理论和道德基础理论是这场争议的典型代表。

双方就伤害的解释力、道德失声现象、模块化道德与洁净维度独立性等方面展开论争。未来研究应从三个具

体方面进一步探索道德之一元论与多元论难题, 进而保持道德心理学领域的理论活力。 

关键词  一元论, 多元论, 道德基础理论, 对应道德理论, 海特−格雷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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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情感或理性？” “客观或相对？” “先天或后

天？”, 道德心理学领域存在诸多争议与分庭抗

礼的理论。近年来, 该领域最为活跃的理论交锋

当属道德一元论(moral monism)与多元论 (moral 

pluralism)之争(Graham et al., 2018)。一元论和多

元论的分野在早期道德哲学思想中已有体现。亚

里士多德创立的美德伦理学主张, 人之至善即为

“中道(Mesotȇs)”。中道德性是理智与伦理、相对

与绝对的统一, 符合中道则为善, 过与不及就是

恶。中道的最终归宿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亚里

士多德, 2003)。罗尔斯(John Rawls)亦认为道德的

核心意蕴即为正义, 目的是保证公民的权利和社

会合作的公正(Rawls, 1971)。此即一元论思想, 将

道德视为某种单一维度, 以解释所有外在的道德

现象和内在的道德本质。当今道德心理学界的一

元代表理论有道德发展阶段论 (stages of moral 

development) (Kohlberg, 1969), 对应道德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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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adic morality theory)1 (Schein & Gray, 2018b)

等。反观多元论则主张道德具有多个维度, 这些

维度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得以体现。社会学

先驱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认为, 道德具有三大

基本要素：纪律精神、牺牲精神和自律精神

(Durkheim, 1925/1961)。当今道德心理学界的代表

理论有三元道德话语理论(triadic moral discourse 

theory) (Shweder et al., 1997)、关系模式理论

(relational model theory) (Rai & Fiske, 2011)、道德

基础理论(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Graham et al., 

2018)等。 

一元论与多元论之争是涉及到道德心理学本

体论层面的理论探讨, 即道德是否可能化约为某

种单一维度, 还是存在多种不同质的道德价值？

这对于认识道德本质有着重要意义。同时, 从理

论建构的层面来讲, 好的理论模型是否应该尽可

                     

1 笔者认为“dyadic morality theory”较为准确贴切的翻译应

为“对应道德理论”。在 Merriam-Webster 词典里, dyadic 第

一个释意是“pair”, 即一种一对一关系。其次, Gray, Young

等(2012)认为道德发生的过程由道德主体与道德客体形成

对应关系, 缺一则道德判断无法发生。之前有学者将此术

语翻译为“道德二元论”, 认为此理论是一种二元论视野下

的道德判断(詹泽, 吴宝沛, 2019)。然而, 这种翻译方式似

不妥当 , 对应道德理论非但不是二元论 , 反而是彻底的一

元论, 即所有道德判断的发生都是由感知伤害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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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多地涵盖道德元素, 解释复杂的道德现象, 还

是应该遵循“奥卡姆剃刀原则(即‘如无必要, 勿增

实体’)”, 追求理论的简约性？“一元还是多元”的

讨论同样对此问题有着重要的价值。 

在以上诸多理论中 , 以库尔特 ·格雷 (Kurt 

Gray)为首的对应道德理论和以乔纳森 · 海特

(Jonathan Haidt)为首的道德基础理论是这场争议

的典型代表。近 5 年来, 双方多次就道德究竟是

一元还是多元的问题发表理论或实证文章进行探

讨(如 Graham, 2015; Gray, Waytz, & Young, 2012; 

Gray & Keeney, 2015a, 2015b; Schein & Gray, 

2015), 其理论交锋也延续至今, 尚无定论。本文

旨在对道德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争议进行全面系统

地总结, 并着重考察近些年来十分活跃的对应道

德理论与道德基础理论的交锋。未来研究应从明

晰道德结构、结合一元论与多元论研究各自的优

势建构更为完善的整合式模型以及加强对“非怪

异 (Non-WEIRD)”文化群体尤其是中国本土文化

的关注等方面, 进一步推动对于道德本质的探索。 

2  道德一元论与道德多元论：内涵与证据 

2.1  道德一元论 

2.1.1  定义与代表性理论 

道德一元论认为所有表面的道德现象与内在

的道德结构都可以用一种因素来解释(Beal, 2020)。

道德心理学先驱柯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认

为道德可以归结为一种因素, 即关乎正义的推理, 

并且认为道德发展有一个明确的终点, 即成为一

个 主 张 公 平 与 平 等 的 道 德 思 想 家 (Kohlberg, 

1969)。除此之外, 格雷等人认为道德内涵的多元

只是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 其核心因素只有一个 , 

即感知伤害(Gray, Waytz, & Young, 2012)。 

在以上关于道德一元论的理论中, 近些年最

活跃、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格雷等人提出的对应道

德理论。该理论认为道德态度和信念的多元化可

以完全用感知伤害(perceived harm)来解释(Schein 

& Gray, 2018b)。在道德判断的过程中, 存在一个

“认知范本(cognitive template)”, 即不道德行为是

由有意图的道德主体(intentional moral agent)向遭

受痛苦的道德客体(vulnerable moral patient)施加

伤 害 的 过 程 , 且 两 者 之 间 存 在 因 果 关 系

(causation), 这些是感知伤害必不可少的三种因

素(Schein & Gray, 2018b)。道德主体意指通过自身

的认知与推理形成主观判断, 并可以根据自身意

图实施道德行为且能够承担责任的道德行动者 , 

例如通常社会意义中的“施害者(perpetrator)”; 而

道德客体则是行动者所实施道德行为的被动接受

者 , 例如通常社会意义中的 “受害者 (victim)” 

(Gray & Wegner, 2009)。重要的是, 产生感知伤害

与不道德判断的前提在于有意图做出施害行为的

道德主体与受害的道德客体之间须具备因果关系, 

且两者的因果关系越清晰, 伤害就越明显; 当因

果关系不明确时, 例如道德两难困境中常出现的

“副作用效应(side-effect effect, 意指某种行为带

来的附加影响 )”, 道德判断的严苛性就会减弱

(Schein & Gray, 2018b)。 

此外, “感知伤害”由于其丰富的内涵, 需要进

一步予以澄清。首先, 格雷等人认为“伤害”并非客

观、外在的, 例如有些被人们认为不道德的事件

(如与冻鸡交媾、有保护措施的兄妹乱伦等), 虽然

没有造成直接的、客观的身体伤害或财产损失 , 

但仍被人们知觉为存在对身体与社会规范的潜在

伤害 (如 Royzman et al., 2015; Schein & Gray, 

2016)。其次, 研究表明人们在极短时间内就能知

觉到伤害并予以归类, 说明对伤害的感知是直觉

的, 而非理性的(Schein & Gray, 2018b)。最后, 伤

害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不仅表现为常见的

身体或情感伤害, 同时包括欺骗伤害、群体伤害、

不敬伤害、灵魂伤害等(Hartman et al., 2022)。虽

然伤害在表现形式上支持“多元论”, 但从其本质

而言, 对应道德理论认为所有道德判断都可以归

结为一种因素——感知伤害(Schein & Gray, 2018a)。 

感知伤害又是通过何种认知机制得以实现？

Gray, Young, Waytz 等人(2012)认为这依据于对他

人的心智感知(mind perception, 即对人与物等实

体是否存在心智能力的感知), 而这亦是道德的本

质。通过“自下而上(bottom-up approach)”的数据

驱动方法, Gray 等人(2007)利用因素分析法将人

们对心智的感知维度分为两部分：能动性(agency)

与感受性 (experience)。能动性关乎行动与思考 , 

对应的是道德责任; 而感受性则关乎知觉与情绪, 

对应的是道德权利。道德主体通常被知觉为能动

性 大 于 感 受 性 , 而 道 德 客 体 则 相 反 (Gray & 

Wegner, 2009)。正如违反法律的精神病患者往往

无须承担刑事责任, 原因之一就是精神病患者缺

乏心智能力, 从而无法成为道德主体。需要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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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这两个维度并非道德维度, 而是个体对于心智

的感知, 用于解释道德判断中的“认知范本”。对应

道德理论主张的道德一元论维度只有一个——感

知伤害。 

2.1.2  支持证据 

伤害在道德判断中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 格

雷等人试图证明感知伤害为道德判断的最主要影

响因素, 甚至是唯一的影响因素, 而非以往道德

心理学中所认为的其他因素。以厌恶(disgust)为例, 

格雷认为其本身很难成为道德化的成因, 因为许

多行为唤起厌恶并非是不道德的, 例如苍蝇飞进

米饭中(Gray & Schein, 2016)。在 Schein, Ritter, 

Gray 等人(2016)的研究中, 研究者请被试评价 24

种厌恶相关行为的道德程度、伤害程度和厌恶程

度, 这些行为包括令人厌恶的性行为(如口交)、和

病原体有关的厌恶行为(如看到蟑螂在地板上跑

窜)以及道德违背行为(如欺骗朋友)。结果表明 , 

感知伤害可以最好地区分令人厌恶的不道德行为

与仅仅是厌恶的行为。在另外两项研究中, 研究

者请被试评价同性恋婚姻和亵渎神灵的不道德程

度, 厌恶感虽然能直接预测不道德程度, 但感知

伤害在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也就是说, 感知伤

害才是解释不道德行为的最强有力因素, 当其存

在时, 厌恶感与不道德判断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

关系(Schein, Ritter, & Gray, 2016)。 

除了直接从“感知伤害”本身进行论证, 格雷

等人还通过一系列实验, 证明“洁净(purity)”道德

本身与感知伤害并无明显差别。研究者请被试对

三种行为的不道德和危害性进行评分, 包括伤害

违背行为(如谋杀)、无害行为(如乘坐公交车)以及

洁净违背行为(如在圣经上涂粪便)。结果表明, 当

人们被迫迅速做出反应时, 对伤害的感知会更高, 

即使在一些无客观伤害的洁净道德情境下, 被试

仍然直觉地认为这些行为存在不同程度的伤害。

这些结果表明 , 感知不道德的伤害是通过直觉 , 

而无须刻意地合理化(Gray et al., 2014)。 

此外 , 在政治领域中 , 自由主义者 (liberals)

和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s)有着不同的道德心理

基础。例如 Graham 等人(2009)发现自由主义者更

看重“关爱”、“公平”等个体化道德基础, 而保守主

义者更看重“忠诚”、“权威”、“洁净”等绑系性基础。

但是格雷等人认为, 不同政治倾向之间并没有不

可逾越的道德鸿沟。相反, 他们的研究表明, 无论

是自由派抑或是保守派, 在本质上有着相同的道

德观念, 那就是对于伤害的关注, 区别只在于看

待伤害的方式不同而已 (Landy, 2016; Schein & 

Gray, 2015)。通过 7 个研究, 研究者发现无论是倾

向于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被试, 在回忆起不道德

事件时, 最先想到的都是关于伤害的事件(实验 1), 

而且都认为伤害是不道德事件的最重要因素(实

验 2、实验 3)。此外, 通过对内隐测试指标(反应

时)的测量, 发现伤害与不道德事件紧密相联(实

验 4)。研究者还请被试评价道德基础理论中常用

的 10 个道德事件, 发现不同的道德基础之间存在

高度相关(实验 5), 且伤害对不道德事件的预测最

强(实验 6), 甚至一些之前被认为是洁净违背的事

件(例如伴侣出轨)也与伤害有更加紧密的联系(实

验 7) (Schein & Gray, 2015)。 

根据以上证据, 格雷等人认为伤害才是解释

道德判断最有力的因素 , 其他学者所认为的洁

净、公平、忠诚等道德基础, 均可以通过感知伤

害来解释(Schein & Gray, 2015), 而不同政治派别的

道德基础偏好, 本质上都是针对伤害的不同解读。 

2.2  道德多元论 

2.2.1  定义与代表性理论 

道德多元论认为道德不能只通过单一因素来

解释, 而是存在诸多不同质的维度, 这些维度是

在不同文化和社会阶层的人群中呈现的, 具备文

化敏感性(cultural sensitivity) (Graham et al., 2013, 

2018)。针对柯尔伯格的一元论道德观, 早期的多

元论支持者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与埃利

奥特·图列尔(Elliot Turiel)认为道德的核心不仅在

于追求正义 , 亦在于关怀他人(Gilligan, 1988)与

避免伤害(Turiel & Egglestion, 1983)。文化人类学

家理查德·施韦德(Richard Shweder)是最早较为系

统地提出道德多元论主张的学者。基于在印度的

实地调查, 施韦德和同事批评前人的一元论道德

观只是反映了西方世俗文化(secular culture)下广

泛持有的个体主义道德观, 忽视了其他文化可能

存在的诸多道德领域。基于全球性的文化背景 , 

施韦德提出更为多元的“三元道德话语理论”, 该

理论认为观察到的道德领域主要可以分为三种：

其一为“自治伦理(the ethic of autonomy)”, 即人们

依靠诸如伤害、权利和正义等观念来保护个体的

自主性, 对应的道德情绪为愤怒; 其二为“社群伦

理(the ethic of community)”, 即人们依靠责任、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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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和忠诚等观念来维护制度和社会秩序, 对应的

道德情绪为轻蔑; 其三为“神性伦理(the ethic of 

divinity)”, 即人们依靠诸如圣洁和罪恶等观念来

保护每个人内在的神性, 维护个人洁净与圣洁的

道德 , 对应的道德情绪为厌恶 (Shweder et al., 

1997; Rozin et al., 1999)。 

此外, 文化人类学家阿兰·费斯克(Alan Fiske)

对一元论道德也持批判态度。基于早年创建的“关

系模式理论(relational models theory)”, 费斯克认

为道德是一种“关系规范(relationship regulation)”, 

以维护与他人的社会合作关系, 其中有 4 种不同的

基础道德动机, 即“团结(unity)”、“阶层(hierarchy)”、

“平等(equality)”和“比例(proportionality)”：团结是

通过维护内群体完整性来避免或消除消极事件的

威胁 ; 等级制度是社会群体中尊重上级的动机 ; 

平等指维护社群平等的福利与发言权; 比例指奖

励和惩罚须与功绩成比例, 利益须与贡献成比例

(Rai & Fiske, 2011)。 

除了上述道德理论, 近些年道德多元论的代

表性理论当属道德基础理论(Graham et al., 2013, 

2018), 旨在解释道德判断的多样性和相对性。道

德基础理论主张先天主义 (nativism)、文化学习

(cultural learning)、直觉主义(intuitionism)和多元

主义(pluralism)。先天主义认为人类已经在进化过

程中形成了先天的道德基础, 经由后天经验不断

修正以形成成熟的道德价值观; 文化学习意指先

天道德基础在文化进化过程中不断发展; 直觉主

义意指道德判断基于直觉而非沉思。最后, 道德

基础理论主张多元主义, 因人类在进化史上面临

诸多适应性社会挑战, 因此在应对挑战时形成了

不同的道德基础。 

迄今为止, 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 5 种道德基

础 上 , 前 两 种 是 个 体 化 基 础 (individualizing 

foundations), 强调对个体权利的保护。其一为“关

爱/伤害(Care/harm)”：在进化过程中, 那些对孩子

需求和痛苦更敏感的看护者, 其后代更有可能生

存下去。此道德基础意味着对自己与他人的同情

和关怀, 以及对痛苦和伤害的避免。其二为“公平

/欺骗(Fairness/cheating)”：所有群居动物都有其社

会性, 为了避免两败俱伤的局面, 需要公平与互

惠利他来实现共同利益, 并且需要监督他人的行

为和声誉, 形成惩罚欺骗者的社会规范。 

后 3 种是绑系性基础(binding foundations), 

强调的是约束和建立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其一为

“忠诚/背叛(Loyalty/betrayal)”：在抢夺社会资源的

过程中, 最具凝聚力的联盟往往会战胜凝聚力较

弱的竞争联盟, 所以忠于内群体(例如爱国)也是

社会所规定的美德。其二为“权威/颠覆(Authority/ 

subversion)”：拥有权力的族群会受到尊重并被视

为合法, 通常比无领导或无规范的族群运作得更

好。不尊重权威或传统的人往往会引发人们对无序

的焦虑和对破坏者的蔑视。其三为“洁净 /堕落

(Purity/degradation)”：是人类为了远离疾病感染而

进化出的道德基础, 并伴随着对病原体特有的厌恶

情绪。当今时代的洁净基础也泛化到社会生活中, 

包括拒绝外群体和排斥不遵守群体神圣习俗的人。 

尽管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这 5 个道德基础上, 

但可能还有许多其他的道德基础; 例如, 自由/压

迫 (liberty/oppression)、诚实 /说谎 (honesty/lying)

等(Graham et al., 2018)。不过, 道德基础理论虽然

经过多次修订, 目前最为公认的仍然是以上提到

的 5 种道德基础。 

2.2.2  支持证据 

道德多元论均有丰富的实证研究为依据。基

于印度的田野调查, 施韦德等人首先通过访谈研

究确定基本的道德元素(例如 , 男尊女卑), 再采

用层序聚类分析的方式从 25 个基本元素中提取

出 3 个因子, 分别为自主伦理、神性伦理与社群

伦理(Menon & Shweder, 1994)。而 Rozin 等人

(1999)在此基础上提出 CAD (contempt, anger, 

disgust)模型, 旨在寻找 3 种伦理所对应的道德情

绪, 并请被试将 3 种伦理对应的道德情境与情绪

图片或词汇进行匹配, 并做出相应的情绪表情。

结果表明自主伦理更多对应愤怒, 社群伦理更多

对应轻蔑, 神性伦理更多对应厌恶, 再一次从情

绪视角验证了道德价值观的多元性。 

此外, 同为文化人类学家的阿兰·费斯克则从

非洲传统部落文化下进行田野调查, 从社会关系

的视角研究人的合作与计划等社会行为, 并认为

存在 4 种基本关系类型 , 分别是：公共共享

(communal sharing)、权力排序(authority ranking)、

平等匹配 (equality matching)和市场定价 (market 

pricing) (Fiske, 1992), 此类型亦通过验证性因素

分析得以证实(Haslam & Fiske, 1999), 并在中国、

韩国等 4 个国家验证了跨文化普适性 (Fiske, 

1993)。Rai 和 Fiske (2011)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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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规范模型, 认为道德的目的应是维护有效的

社会关系。实证研究发现, 无论是在消费者行为

(McGraw et al., 2012)、组织行为(Giessner & van 

Quaquebeke, 2010)抑或司法(Copes et al., 2013)领

域, 均能发现人们依赖这 4 种不同的动机做出道

德判断, 证明了道德结构与成因的多元化。 

而海特等人则是基于道德话语理论、关系模

式理论等前人研究建构出道德基础理论, 并汲取

文化人类学、进化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智慧, 

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理论建构方法 (top-down 

approach), 在初期主要以理论思辨为主 (Haidt, 

2012), 并无实证研究探索为何道德可以具体化为

5 个维度。之后研究者方才通过问卷编制、质性

访谈等方法验证道德基础的成立依据。Graham 等

(2011)编制了道德基础问卷 (Moral Foundations 

Questionnaire), 施测结果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

内部效度、外部效度与实用效度。验证性因素分

析表明, 道德五因素结构模型拟合度良好, 这为

道德基础的成立提供了实证依据(Graham et al., 

2011)。跨文化研究结果表明, 东方群体对于忠诚

和洁净道德基础的关注高于西方群体, 而对另外

3 项道德基础的关注并无明显差异, 而且政治倾

向与道德基础的关系并未因为文化的不同而产生

变化, 这为道德多元论的跨文化普适性提供了实

证依据(Graham et al., 2011)。后续研究也证明了道

德 基 础 问 卷 具 有 良 好 的 跨 文 化 稳 定 性 ( 如

Doğruyol et al., 2019; Yalçındağ et al., 2019)。以上

研究均说明, 在不同的特征的群体中会呈现出不

同的道德基础, 且这种道德多样性具备跨文化的

稳定性, 从而支持了道德多元论主张。 

另外, 海特等人还发现不同政治倾向的人群

侧重不同的道德基础。McAdams 等人(2008)通过

质性研究, 对 128 名深度参与宗教和政治活动的

成年人进行了生活叙事采访, 并对他们的回答进

行了与五大道德基础相关的编码。结果表明保守

主义者更为强调尊重社会等级、对内群体的忠诚

以及洁净或神圣道德基础, 而自由主义者则更重

视关于伤害和公平的道德基础。Graham等人(2009)

则使用了 4 种不同的方法, 发现自由派比保守派

更看重个体化道德基础, 而保守派关注所有 5 个

道德基础, 且比自由派更看重捆绑性道德基础。

最近的元分析研究表明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基本差

异得到了支持(Kivikangas et al., 2021), 这说明不

但存在多种道德基础, 其分布也因阶层、政治倾

向而异, 再次证明了道德基础的多元性。 

3  道德一元论与多元论之争 

在道德心理学发展早期, 无论是以柯尔伯格

为代表的道德一元论, 还是以施韦德、费斯克等

人为代表的道德多元论, 只是呈现各自为营的局

面, 尚未形成理论对话。直至后来道德基础理论

和对应道德理论的提出, 一元论与多元论才真正

形成理论交锋的局面。2012 年, 格雷等人在著名

理论评论类期刊 Psychological Inquiry发表靶子文

章(target article)：《心智感知是道德的本质》(Gray, 

Young, & Waytz 2012), 正式提出道德一元论的主

张, 即所有的外在道德现象与内在观念均可以由

感知伤害来解释。海特与同事在同期发表评论文

章, 在肯定对应道德理论所做的理论贡献的同时, 

对道德一元论的主张进行了驳斥(Graham & Iyer, 

2012; Koleva & Haidt, 2012)。此后几年, 双方一直

就道德究竟是一元还是多元的问题进行了大量深

刻的讨论。下文将从道德失声现象、模块化与建

构主义、洁净道德维度的独立性等方面总结双方

论争的主要观点并做出评述。 

3.1  一元论对多元论的驳斥 

3.1.1  “道德失声”现象并非无害 

尽管有些道德情境与客观伤害无关, 例如与

冻鸡交媾、拿国旗擦马桶等, 但人们仍然直觉地

认为这些行为是不道德的, 当被询问具体原因时, 

人们却无充分理由支持该判断或决定 , 此即“道

德失声 (moral dumbfounding)”现象 (Haidt et al., 

2000), 也是海特捍卫其直觉主义道德观的主要论

据。其中的核心原因是道德判断过程中存在“洁净

违 背 (purity violations)” 或 “ 忠 诚 违 背 (loyalty 

violations)”机制(Scott et al., 2016), 与伤害无关, 

而这些道德基础是促使道德一元论向多元论发展

的重要概念(Gray et al., 2021)。但格雷等人否认这

些行为并非完全无害, 认为海特将感知伤害狭隘

地等同于客观伤害(Guglielmo, 2018), 所谓独立

的“洁净、忠诚”等机制, 均可以通过感知伤害来解

释。另外, 格雷认为海特等人选取的道德情境太

过“怪异”,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道德失声现象的

解释力。 

对于道德失声情境的“无害性”, 已有若干实

证研究表明道德失声现象涉及到的情境并非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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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Royzman 和同事(2015)重复了传统的道德失

声范式。与以往不同, 研究者测量了被试是否真

的相信这些行为是无害的, 例如问：“你认为朱莉

和马克(他们是姐弟)发生性关系而不会损害他们

之间的关系的可信度有多高？不会有不良后果的

可信度有多高？”结果表明 , 被试坚持认为乱伦

会产生不良后果, 且对现实世界有负面影响。在

随后的访谈中, 即使研究人员不断解释乱伦是无

害的, 被试仍然持怀疑态度, 且有 57.1%的被试

认为乱伦给朱莉和马克造成了情感伤害。另一项

研究也表明, 伤害完全可以预测被试对道德失声

现象的不道德判断 , 哪怕仅仅是未发生的“潜在

伤害(potential harm)” (Stanley et al., 2019)。基于

以上论据 , 格雷认为所谓 “无害错误 (harmless 

wrongs)”, 其实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伤害。 

此外 , 对于道德失声情境的“怪异性”, 格雷

等人亦批判道德失声现象涉及到的情境太过于

“怪异”, 诸如与冻鸡交媾、吃死狗、出卖灵魂、在

尿里打滚等行为很明显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道德

难题相去甚远, 这些怪异的情境并不能很好地揭

示道德认知的本质, 而道德的发展是为了指导我

们日常的人际交往和促进合作, 海特等人的研究

显然背离了这一点(Gray & Keeney, 2015a)。在一

项研究(Gray & Keeney, 2015b) 中, 被试评价道

德基础理论中常用的道德情境, 并从严重、怪异、

错误、伤害以及不洁五个方面进行评估。被试认

为相比于伤害情境, 不洁情境更加怪异, 严重程

度也更低。有趣的是, 在伤害情境下, 被试不仅对

伤害性的评分更高, 甚至对不洁的评分也高于不

洁情境。接着, 研究人员又请被试列举自己认为

的不洁与伤害情境, 发现被试提名的自然情境更

贴近现实, 如故意杀人、婚姻不忠等。对自然情

境和道德基础情境进行对比, 发现被试认为道德

基础情境更怪异, 且伤害性与严重性远不如自然

情境。综上, 自然情境能比道德基础情境更好地

预测伤害和洁净道德, 且伤害对于不洁情境的解

释力反而比洁净更高。 

3.1.2  对道德模块化的驳斥 

道德一元论者对多元论者的驳斥还在于模块

化假说这一点。格雷认为道德基础理论明确支持

模块化(modularity), 即不同的心理特征对应不同

的认知模块 , 具有区分性 (distinctness)和特异性

(specificity) (Schein, Hester, & Gray, 2016)。道德

基础模块是存在于动物大脑里的“开关”, 当一个

特定刺激(例如, 某种道德违背)激活了一个特定

模块(例如 , 洁净道德基础), 从而会导致某种行

为或体验(例如, 与洁净相关的道德判断) (Haidt, 

2012, p. 123), 并激发出模块对应的特定情绪。 

但格雷认为道德基础理论的模块化解释缺乏

说服力 , 因为某种行为可能激活多个模块(例如 , 

婚姻不忠可能同时激活忠诚和伤害的道德基础), 

而且不同的道德基础之间存在类似的高度重叠。

Schein 和 Gray (2015)请被试从道德基础来评定 10

个道德情境, 发现所有道德基础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高达 0.89。此外, 道德基础量表的数据也表明

不同的道德基础之间存在很高的相关度, 例如权

威和忠诚之间的相关性为 0.88, 伤害和公平之间

的相关性为 0.72, 洁净和权威之间的相关性为

0.80 (Graham et al., 2011)。这些高相关性结果本身

不能说明道德基础理论的分维度具备很高的区分

度, 特别是不同道德基础间相关性高于基础内的

一致性(例如, 忠诚与权威的相关性大于与其自身

的一致性系数)。 

此外, 格雷也反对海特等人道德情绪模块化

(Haidt, 2012; Rozin et al., 1999)的说法, 认为某种

道德基础不是激发特定的情绪模块, 而是同时引

发多种情绪体验：例如伤害违背可能同时激发愤

怒和厌恶等情绪(Gray et al., 2017), 也有研究者

发现洁净违背则引起更多的微笑反应和愤怒表情, 

而不是海特、施韦德等人所认为的厌恶情绪

(Franchin et al., 2019)。对此, 格雷等人则秉持“建

构主义道德情绪观(constructivism of moral emotions) 

(Cameron et al., 2015)”, 认为某种道德情绪并非

通过不同道德模块才得以激发 , 而是由规范违

背、消极情感和感知伤害三种基本成分的组合而

产生, 具有领域普适性(domain-general)。某些道

德行为因为触发了以上三种因素, 进而产生不同

的道德情绪, 例如愤怒、厌恶等(Gray et al., 2017)。 

3.1.3  洁净不足以成为独立的道德基础 

关于洁净是否可以作为独立的道德维度是一

元论者与多元论者目前争议最多的问题(Gray et 

al., 2021)。Gray 等人(2021)系统回顾了 158 篇关

于洁净道德的研究, 发现几乎没有证据支持洁净

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心理构念, 也不能作为一种

独特的道德判断机制。洁净道德本身的定义过于

复杂, 且至少 9 种存在关于洁净的不同定义, 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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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到病原体回避、维持自然秩序等。文献计量统

计表明洁净的定义和实际测量存在相当大的异质

性。在 135 篇测量了洁净道德的文章中, 仅有 19

篇(14%)做到了定义与测量相一致 , 而两者的分

离则不利于理论的发展(Gray, 2017; Gray et al., 

2021)。相反, 伤害的概念则更为简洁, 即对身体

或心理造成的损伤(Haslam, 2016), 而且实际测量

也往往与定义相一致。 

此外, 在多个实证研究中, 洁净与伤害道德

基础的无明显的区分度(Gray et al., 2014; Gray et 

al., 2022; Gray & Keeney, 2015b; Schein & Gray, 

2015)。无论是针对道德基础理论情境的道德判断, 

还是实验被试列举的情境, 洁净判断与伤害判断

存在显著高度相关：rs ≥ 0.87 (Gray & Keeney, 

2015b, study 1)。甚至一些之前研究认定为不洁的

情境也能够使个体体验到直觉上的感知伤害

(Gray et al., 2014; Gray & Keeney, 2015b)。另有研

究表明, 不洁净情境更有可能被感知为伤害, 而

伤害情境则很少会被感知为不洁净(Chakroff et al., 

2017), 而且伤害相比洁净与道德判断的联系更紧

密(Rosenfeld & Tomiyama, 2022)。 

最后, Gray 等人(2021)认为道德心理学家所

定义的洁净行为可能也是一种关于伤害的抽象道

德指令 , 这些伤害可能不涉及直接的身体伤害 , 

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伤害。具体来讲, “殴打他人”

属于一阶伤害(first-order harms)的不道德 , 而要

获得更抽象的高阶道德原则, 比如某些饮食习惯

或宗教仪式(例如 , 不吃猪肉), 则与一个群体的

文化预设有关。关于儿童社会化的研究表明, 儿

童一开始可能会采用自主伦理(例如偷玩具会伤

害其他孩子)来解释偷窃行为, 但经过文化宗教社

会化的过程可能会让孩子后来用神性伦理(偷窃

玷污了上帝的意志)来解释不道德行为(DiBianca 

Fasoli, 2018)。洁净规范在儿童时期较晚出现, 且

不像一阶伤害那样普遍, 而且这种社会化过程是

建立在伤害基础上的。 

3.2  多元论对一元论的驳斥 

3.2.1  一元论过度简化了道德内涵 

Haidt 等人(2015)认为对应道德理论对道德现

象与道德理念进行了过度简化, 而复杂的道德现

象本质上不可仅仅化约为伤害 , 并暗讽格雷将

“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运用成了“奥卡姆电

锯(Occam’s Chainsaw)” (Koleva & Haidt, 2012), 

删减掉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道德维度, 例如洁净、

公平等。海特还认为, 虽然格雷强调道德一元论, 

但在对于伤害的定义上, 又在坚持“伤害多元论”, 

这些不同类型的伤害, 例如身体伤害、人际伤害, 

心理伤害等, 这无非就是其他的道德维度的不同

话语表达而已, 所以道德一元论研究已经不可避

免地走向了道德多元论(Haidt et al., 2015)。 

其次, 海特认为一元论者过于强调和夸大伤

害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 使其理论变得不可被证

伪(Koleva & Haidt, 2012)。例如人们在面对一些具

有明显伤害的事件(杀人、殴打等)中做出了不道德

判断, 则可以认为伤害因素是人们做出道德判断

的最主要依据, 但如果是一些无害的情境(例如采

取了安全措施的兄妹性关系), 一元论者又将其解

释为存在“感知伤害”或“潜在伤害”, 这就使“伤

害”这个概念的定义过于主观和宽泛 , 对一切不

道德现象的解释均能自圆其说, 从而不可被证伪, 

不足以成为严谨的科学命题(Haidt et al., 2015)。 

此外, Haidt 等人(2015)认为一元论研究存在

诸多方法学问题。关于政治倾向与道德基础的关

系, Schein 和 Gray (2015)虽声称自由主义者和保

守主义者在道德认知上没有差异。但其中关于政

治倾向的测量却有很大的问题：研究者虽采用李

克特 7 点等距量表(1-非常自由主义—7-非常保守

主义)来测量人们的政治倾向, 但却采用了简单地

二分法, 错误地将中立政治倾向的个体(即在量表

中选择了 4)划分为了保守派 , 导致不可靠的结

果。所以未能发现两组人之间的道德基础差异并

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另外, Schein 和 Gray (2015)

在研究中也仅仅考察了伤害相关词汇和道德判断

的联结程度, 并没有测量其他的道德维度, 例如

公平、忠诚等, 所以不能说明伤害是解释道德判

断的唯一因素。 

3.2.2  对于道德模块化的辩护 

针对一元论者对于道德基础理论模块化假说

的驳斥, Haidt 等人(2015)认为这更多是对道德基

础理论的误解。道德基础理论并非是 5 个“福多式

模块(Fodorian modularity, 即负责特定心理过程

的独立功能模块) (Fodor, 1983)”, 而是采用了更

为灵活和重叠的“群集模块(massive modularity)”

概念, 具备“功能专门化(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 

这些模块处理特定的刺激和信息输入, 以此来适

应环境。这些模块并不是完全密闭的, 而是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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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人类先拥有道德心灵的“初稿”, 然后通过

特定的文化学习不断发展。 

Graham 等人(2018)进一步解释道, 道德基础

理论从来没有认为道德判断是由 5 个截然不同的

模块组成。道德的发展始于一些先天的知识, 即

“原始诱因(original triggers, 例如关爱、公平等)”, 

这些知识存在于学习模块(learning modularity)中, 

使得学习特定事物很容易 , 学习其他事物就很

难。而在后天的文化学习中 , 个体在“即时诱因

(current triggers, 例如某种特定文化)”的影响下产

生许多新的模块, 从而形成不同的道德基础。这

些模块又与特定的情绪和动机反应联系起来。所

以复杂的道德结构是建构与不断发展的, 不能用

完全独立的 5 个模块来解释, 更不能只用一个模

块(如感知伤害)来解释。 

3.2.3  洁净可以成为独立道德维度的证据 

面对道德一元论者的质疑, 海特认为洁净作

为一个独立的道德维度, 有着广阔的跨学科证据

和深厚的理论内涵, 并结合了宗教学、文化人类

学、进化生物学、进化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智慧。

早在多年以前, Haidt 等(1993)通过自编的非伤害

情境(拿国旗擦马桶 , 与死鸡交媾等), 发现社会

阶层较高的大学生认为这些故事是社会习俗或个

人偏好的问题。大多数低社会阶层的学生, 对这

些行为采取更严苛的道德判断, 而且情感反应比

伤害评估更能预测道德判断。一些关于具身化道

德(embodied morality)的实验研究同样发现不洁

造 成 的 生 理 厌 恶 会 增 加 道 德 判 断 的 严 苛 性

(Wheatley & Haidt, 2005)。基于此, 海特认为不洁

厌恶可以解释人们对于非伤害情境的道德责备。

此后 , 关于洁净道德的实证研究不断增长。

Graham 等(2018)在最近的理论文章中总结了洁净

可以作为独立道德基础的依据, 并阐述其与伤害

的本质区别。 

首先, 伤害和洁净道德在认知层面上存在本

质不同。例如频率和重要性对伤害判断的影响程

度更大 , 而对洁净判断的影响因素更小(Rottman 

& Young, 2019)。洁净和伤害所涉及到的思维风格

亦有不用, 激活或训练分析式思维可以提升个体

对于洁净道德基础的关注, 而激活或训练整体性

思维提升的则是对于伤害道德基础的关注(Alper 

& Yilmaz, 2020)。当自己是受害者的时候认为洁

净违背在道德上更加错误, 当他人是受害者的时

候认为伤害违背在道德上更加错误(Dungan et al., 

2017)。与伤害判断相比, 不洁净判断较少地谴责

行为本身 , 而更多地谴责行为主体 (Uhlmann & 

Zhu, 2014)。此外, 意图(intention)对洁净的影响要

小于伤害判断(Young & Saxe, 2011), 偶然或有意

伤害会在右侧颞顶叶交界处产生不同的激活, 而

偶然或有意侵犯洁净没有这种区别(Chakroff et al., 

2017), 这些不同类型的判断也与不同的面部微表

情和神经系统有关(Wasserman et al., 2017)。 

其次, 洁净道德基础可以预测伤害所不能预

测的重要心理现象和行为。例如, 洁净可以唯一

预测诸如同性恋婚姻、安乐死等问题(Koleva et al., 

2012), 而其他道德基础和政治意识形态则不能。

洁净还预测了对疫苗接种的争论 (Amin et al., 

2017)、亲环境态度(Rottman et al., 2015)和现实社

会网络中的社交距离(Dehghani et al., 2016)。对不

洁净的道德关注比对伤害的判断更能预测自杀的

道德判断(Rottman et al., 2014)。洁净判断比与任

何其他道德基础相关的判断更能预测厌恶敏感性

(Wagemans et al., 2018), 即使在伤害情境下。此外, 

关于道德化过程的研究表明, 通过“道德震慑(Moral 

Shock, 例如通过流产胎儿的图片增加对堕胎的

道德笃念)”的方式, 研究者发现道德化的过程是

由厌恶作为中介变量, 而不是愤怒或伤害, 从而

驳斥了对应道德理论(Wisneski & Skitka, 2017)。 

4  总结与展望 

一元论与多元论的分野在早期道德哲学的体

系中已有所体现 ,  可以追溯到 “道德相对主义

(moral relativism, 认为不存在普适的道德原则, 

任何道德价值都只适用于特定文化边界与个人价

值 系 统 之 内 ) ” 与 “ 道 德 普 遍 主 义 ( m o r a l 

universalism, 一种一元伦理学立场, 认为存在对

所有人都适用的普遍伦理)”的分歧, 但近些年这

类理论交锋进入了道德心理学的视野 ( B e a l , 

2020)。表 1 简要汇总了以往道德一元论与多元论

研究的共识与争议点。总体来讲, 道德基础理论

致力于描绘不同文化下人类道德的全貌。相比之

下, 对应道德理论则更为简约, 是“奥卡姆剃刀原

则”的典范, 具有理论美感。但双方的理念并非截

然不同。正如海特认同“关爱/伤害”是道德基础理

论中最为核心的维度(Haidt et al., 2015), 格雷也

认同道德基础理论的 4 种之中的 3 种基本主张(先 

Adv
an

ce
s i

n 
Psy

ch
ol

og
ic

al
 S

ci
en

ce
 



第 2 期 张昊天 等: 道德之一元论与多元论：缘起、内涵与论争 309 

 

 

表 1  道德一元论与多元论的共识与争议总结 

 道德一元论 道德多元论 

定义 所有表面上的道德现象与内在的道德结构都可以用

一种因素来解释。 

道德存在诸多不同的维度 , 这些维度是在不同文化和社会

阶层的人群中呈现的, 具备文化敏感性。 

代表 

人物 

亚里士多德、罗尔斯、柯尔伯格、库尔特·格雷等。 涂尔干、吉利根、图列尔、施韦德、阿兰·费斯克、乔纳森·海

特等。 

支持 

依据 

①伤害是解释道德判断最强有力的因素。 

②伤害更加直觉。 

③不同政治倾向的人皆认为伤害是道德认知的核心。

①道德基础量表有良好的构念效度、区分效度、实用效度等。

②不同政治倾向、文化、社会阶层的个体体现出不同的道德

基础。 

论争 

要点 

①道德失声现象源于感知伤害和情境怪异性 , 而不

是洁净违背。 

②几乎没有证据支持模块化道德假说。 

③洁净不可作为独立的道德维度。 

①一元论过度简化了道德内涵。 

②道德基础并非是 5 个“福多式模块”, 而是更为灵活和重叠

的“群集模块”。 

③有大量证据支持洁净是独立的道德基础。 

共识 ①“关爱/伤害”是道德的核心维度。 

②道德基于先天主义, 文化学习, 直觉主义。 

 
天主义, 文化学习, 直觉主义) (Gray & Keeney, 

2015a), 但二者最主要的分歧在于“伤害”是否能

够解释所有外在的道德现象以及内在的道德态

度、认知与情感过程。我们认为未来关于道德一元

论与多元论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具体方面展开。 

首先, 道德需要一个更加清晰的界定, 而这

一点或许连伦理学也无法做到(MacIntyre, 1957)。

道德究竟是一元还是多元 , 涉及到道德本质

(essence)的具体化 , 甚至不少道德哲学家认为道

德可以没有本质(Taylor, 1978)。如果道德有本质, 

却无法辨明, 则此题无解。而如果道德没有本质, 

则它只可能在语言使用或者认识上存在意义, 那

么心理学的操作性定义或者被试给出的平均看法

就 是 道 德 本 质 。 这 就 导 致 “ 专 家 洞 见 (expert 

insights)”与“民众理论(folk theory)”的鸿沟：研究

者与受试者对概念的理解可能不同, 例如研究者

认为的 “无害 ”并不代表被试同样认为无害 (de 

Villiers-Botha, 2020; Royzman et al., 2015)。更棘

手的是, 在实际研究中, 研究者采用的理论定义

与操作定义往往不一致。例如上文中提到的洁净

道德, 仅有 14%的研究做到了理论定义与操作性

定义的统一(Gray et al., 2021)。所以, 为保证道德

研究的有效性, 未来研究应尽可能做到将道德概

念定义地更加清晰, 应当确保每次只检验一种构

念。因为道德现象纷繁复杂, 有些研究中常用的

道德情境并非只对应特定的道德基础 , 例如“当

面训斥父母”这个道德情境(Graham et al., 2011)同

时涉及了“关爱/伤害”与“权威/颠覆”两种不同的

维度, 通奸行为也同时涉及到伤害、洁净与忠诚

道德。如果不保证情境清晰地反应某种道德维度, 

则研究者很难精确指出哪种道德维度影响了人们

的道德判断。 

其次, 除了关注一元论与多元论本身的争议, 

我们也需从纷争中抽离出来, 客观看待这两种道

德取向研究的不同特点, 彼此取长补短, 以推动

道德心理整体研究的发展。具体而言, 一元论重

视道德构念的简洁度以及测量的精确性, 多元论

则着重强调不同文化下的人群对于道德本质的理

解。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论建构和看待道德本质的

方式。但一元论无法解释所有的道德情境, 例如

因不作为带来的伤害和涉及伤害的公平竞争情境

(如拳击比赛 )就难以通过对应道德理论来解释

(Piazza et al., 2019; Royzman & Borislow, 2022)。

同样, 多元论研究也很难在不同阶层、不同文化

群体中重复出稳定一致的 5 种道德基础(如 Curry 

et al., 2019; Harper & Rhodes, 2021)。未来研究应

该结合一元论与多元论研究彼此的优势, 尤其需

要考虑不同情境与文化对道德本质认知的调节作

用(Lees & Gino, 2017), 并尽可能采用生态效度高

的现实情境(Schein, 2020), 从而建构出更为完善

的整合式理论模型。正如一元论者在最新研究中

已经将情感因素纳入到以伤害为中心的道德判断

模型中, 试图化解对应道德理论与社会直觉模型

的对立局面(Gray et al., 2022)。同样地, 多元论者

也应在后续研究中继续厘清不同道德基础的本质

区别, 尽可能依据“奥卡姆剃刀原则”对原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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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繁就简, 并探究是否存在与以往研究不同质的道

德基础, 从而建构更为简洁和精确的理论模型。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虽然道德多元论强调文

化敏感性, 道德一元论强调文化普适性, 但是绝

大多数实证研究却是以“怪异(WEIRD, 指西方、

受教育、工业化、富裕及民主)”样本为主导(Hester 

& Gray, 2020; Matsuo & Brown, 2022)。而面对“非

怪异”的样本 , 道德基础理论与对应道德理论往

往缺乏解释力, 如存在前人未曾发现的道德维度

(如 Atari et al., 2020; Willard & McNamara, 2019), 

以及不同的政治倾向与道德基础的对应模式(如

Davis et al., 2016; Frimer, 2020), 相对应的道德测

量工具也存在构念效度低以及跨文化信效度不合

格等问题(如 Iurino & Saucier, 2020; Zakharin & 

Bates, 2021)。未来研究应亟需考虑在不同文化下

开展道德研究的可能性, 尤其是针对中国本土文

化的道德本质探究。中国哲学有诸多对道德本质

的探讨, 且相较于西方之求真, 中国人更以求善

的道德为终极追求(金观涛, 2021; 喻丰, 2021)。孔

子提倡“三纲五常”, 实则视一元之“仁”为终极道

德境界(劳思光, 2019)。孟子所谓的“四端”看似道

德多元论, 然皆来源于“不忍人之心”此一元之道

德心理情感基础(李泽厚, 2021)。同样地, 宋代理

学家朱熹主张的“存天理”与明代大儒王阳明提出

的“致良知”亦是从“四端”中抽象概括出的一元论

道德观(黎靖德, 2020)。由此可见, 中国哲学从孔

子到王阳明均体现出道德一元论特征。然而, 中

国人尤其崇尚整体思维与辩证思维, 认为凡是相

对相待的东西都不是绝然的对立, 而是可以互相

转化的(彭华, 2017)。也就是说, 一元论与多元论

之争并不意味着两者是截然对立的：绝对的一元

道德本质(比如“仁爱”)在不同情境与文化下可以

体现为不同的具体道德现象, 如公平、关怀等, 但

无论是何种情况, 都是为了遵循“仁爱”这种道德

价值。所以以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来看, 可以

同时容忍道德层面的“一”与“多”, 两者可以相互

转化与共存。最后, 从本土心理学的视角来看, 中

国的“关系主义”文化又与西方的个体主义文化不

同, 导致中国人的道德以人际责任为基础, 而不

是个人权利(黄光国, 2006; 杨中芳, 2009), 这些

因素均可能导致中国人对道德本质的认知与西方

有实质差异。正如有研究发现中国人会认为违背

“文明(civility)”的行为是不道德的(Buchtel et al., 

2015), 而不是西方人认为的伤害或其他因素, 并

且“不文明”与“不道德”之间并无明显的内涵区分

(Berniūnas et al., 2022)。以上思考也许均能为解决

道德一元论与多元论的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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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sm and pluralism in morality: Origins, connotations and debates 

ZHANG Haotian1, YU Feng1, XU Liying2, XUAN Zheli1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2 School of Social Marxism,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ebates between monism and pluralism are one of the most active theoretical 

disagreements in the field of moral psychology. Moral monism claims that all moral phenomena on the 

surface and moral structures behind them can be explained by one factor, and the representative theories are 

stages theory of moral development and dyadic morality theory, etc. Moral pluralism holds that morality 

can’t be explained by a single factor, whereas has many heterogeneous moral dimensions and cultural 

sensitivity. The representative theories are triadic moral discourse theory, relational model theory and 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etc. Moreover, 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and dyadic morality theory are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 debates between monism and pluralism. The two theories have engaged in a long and 

inconclusive dialogue on the harm, purity, modular claims, and moral foundations of politics. Future studies 

should further explore the monism and pluralism of morality from three specific aspects so as to maintain 

the vitality of theory in the field of moral psychology. 

Keywords: Monism, Pluralism, 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Dyadic Morality Theory, Haidt-Gray deb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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